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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患关系舆情的矫正

———基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的分析

陈守湖

摘　 要： 现代传播技术极大地扩展了人的认知领域。 媒介化社会在丰富信息获取渠道的同时， 亦带来

了社会共同体的认知风险。 近年医患对立事件频发， 认知风险即是主因之一。 在医患关系报道中彰显新闻

专业主义， 构建科学精神， 重申客观原则， 强化责任伦理， 是维护媒体公信、 化解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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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医患纠纷愈演愈烈， 此类舆情反复推高。 除了转型期社会信任度降低， 医疗制度有待完善

等因素外， 医疗行业和医务工作者在媒体中的公众形象建构不佳同样是一个主因。 医疗行业从业者尽

管掌握着技术话语优势， 但在自身公众形象建构上却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 而媒体对有着技术话语权

的医疗行业的介入， 又往往处于一种浅表状态。 这种技术隔膜， 导致了残缺的 “拟态环境”①。 也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 媒体 “不偏不倚的原则立场和基于社会利益与集体理性的价值选择”， 只不过是 “一种

最理想状态的假定”。［１］ “拟态环境” 天然的不完整性， 是媒体医患报道发生偏差和失误， 并自觉不自

觉地恶化医患相互认知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如何从媒体报道的角度规避公众认知风险， 也就成为化解

社会风险、 降低社会成本、 矫正社会舆情必须面对的课题。 由此， 新闻专业主义的彰显在新闻媒体的

医患关系报道中显得尤其重要。
对于西方舶来的新闻专业主义， 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理解。 按陆晔和潘忠党的观点， 从新闻专业主义

的角度来看， 新闻媒体集公共服务者、 社会观察者、 信息把关者、 理性证伪者、 专业自律者为一体。［２］

黄旦亦从五个层面论述新闻专业主义： 传播介入社会， 媒体独立自主， 提供公共服务， 媒体自我经营，
职业道德自律。［３］芮必峰则将新闻专业主义概括为 “客观公正、 自由独立、 服务公众” ［４］ 。 对于新闻专

业主义的理论阐释林林总总， 不一而足， 但若从媒体新闻产品生产技术层面来理解， 科学精神、 客观

立场、 责任伦理是缺一不可的。 基于此， 本文拟从这三个维度来介入医患关系舆情研究， 并为新闻媒

体的医患关系纠纷报道提供参考。

一、 科学精神的构建

近年媒体在医患关系报道上所引起的社会反感和公众批评， 除却个别极端例子， 大多数媒体其实

并无主观恶意， 而是由媒体介入专业领域缺失专业素养所致。 这种专业素养， 既指介入的技巧， 也指

对介入风险的评估， 但最重要的是要在报道中尊重科学精神。 从人类认知的历史来看， 科学精神其实

① “拟态环境” 是李普曼在 《公众舆论》 一书中提出的概念。 在李普曼看来， 我们对于所处生活环境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
但却常常把自我认定的真实图景视为客观环境本身， 也就是说， 我们与真实环境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个拟态环境。 大众媒介所从

事的传播就是一种构建拟态环境的活动。 参见 ［美］ 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 阎克文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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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事物本质特征予以把握的理性精神。 它至少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内容： 尊重事实， 追求真理。［５］ 具

体到新闻报道中， 科学精神就是对于客观事实的尊重， 对于事件本质的把握， 对于新闻真实的苛求。
仅从技术角度来理解， 医疗报道无疑应当纳入科技报道领域， 但由于医疗行业与普通民众日常生

活的普遍联系， 它又属于社会新闻 （民生新闻） 范畴。 正是这样的交叉， 使得媒体的报道视角摇摆不

定。 科技报道相对专业， 而且要求严谨， 这对于大多数媒体人来说， 是一个不易进入的领域。 而社会

新闻相对容易操作。 后者地位的凸显， 也就成为一种主流选择。 专业报道社会化， 或技术报道娱乐化

倾向， 也就难以避免。 正是这种社会化或娱乐化的新闻操作， 使大多数媒体的医疗报道根本无法体现

专业性。 且不说引发公共舆论危机的某些报道， 即使是关于医疗行业的所谓 “正面报道”， 专业主义同

样乏善可陈。 大多数停留于老套的医德高尚、 医技高明、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等类型化的先进人物报

道上， 情感上无法触动大众， 专业上更不可能给医疗行业整体形象加分。
基于上述困惑与矛盾， 媒体医疗报道就有向 “娱讯” （ ｉｎｆｏ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６］ 渐变的危险， 即 “表现新闻

如同轻度娱乐以追求轰动效应” ［７］ 。 这种有悖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 当然不会带来报道的严谨。 ２００７ 年

闹得沸沸扬扬的 “茶水发炎” 报道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媒体 “娱讯化” 的例子。 “茶水发炎” 报道对

媒体来说， 不仅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耻辱， 更触及了媒体的职业伦理底线———真实与诚实。
２０１４ 年， 有关媒体在报道湖南湘潭发生的羊水拴塞导致产妇死亡事件时的失误， 更为有力地佐证

了在新闻专业主义构建中践行科学精神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最初媒体报道中的情绪偏向， 我们可以从

媒体报道的标题中得到印证。 试以 《湖南产妇手术台死亡事件三问》 ［８］ 这篇报道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它

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 《离奇的死亡通知： 家属守在门外， 院方绕大圈找村支书》 《离奇的遗体： ３ 个

小时， 遗体去哪儿了？》 《离奇的解释： 医务人员害怕被打， 脱下手术服休息》。 连用三个 “离奇”， 隐

含的媒体判断当然不言而喻。 所幸的是， 随着专业调查的深入， 媒体的报道及时进行了纠偏转向。 因

为包括死者家属在内的公众， 都知晓了羊水拴塞的致命性。 最终的调查结论认为： 这并不是一起医护

人员失职导致的医疗事故， 而是一起不幸的意外事件。［９］

医患关系是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一， 但医患关系的报道却不能彻底的社会新闻化。 一方面， 医疗行

业的专业性与大众有隔膜， 也与媒体介入有隔膜。 另一方面， 医患关系报道并不是一对一的简单民事

关系。 因此， 媒体的监督理当建立在审慎、 深入的基础上， 并在从事这种报道时吸纳专业人士的意见，
以免陷入 “盲人摸象” 的尴尬当中。 同时， 也要对媒体介入医患纠纷后舆论场的放大有充分的风险评

估。 事实上， 并不是所有的医患纠纷都具备新闻价值。 不能把简单的民事纠纷， 经过媒体叙事植入放

大后， 变成向公众提供的新闻产品。 这既是维护公共场域良性运行的需要， 也是新闻专业主义建设的

要求。

二、 客观立场的重申

客观报道一直是媒体伦理的重要主题。 尽管学术上有不同的阐释， 但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理

解， 客观报道在新闻实务操作中应包括两个方面： 价值观、 方法论。
价值观层面指的是客观立场。 媒体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所以， 媒体的客观是立场上的客观， 这是客

观报道成立的伦理基础。 客观世界纷纭复杂， 媒体的报道是一种瞬时性报道。 从人的认知能力来看，
及时性反映本来就有可能存在判断缺陷。 在医患纠纷报道中， 如何保证客观性？ 首先必须要求立场的

客观。 立场客观并不限于一事一物， 而应当成为一种价值和标准， 这是媒体安身立命的根本。 只有确

立这样的价值观， 媒体的主观介入才有和客体对象达成统一的可能性。
媒体介入医患关系的价值基点在哪里？ 首先是客观介入， 否则， 就有可能陷入 “拉偏架” 的难堪，

失去了媒体的中立， 报道毫无意义。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近年因医患关系引发的舆论热点， 媒体的报道

在介入方式上明显有瑕疵。 “缝肛门” 如此， “八毛门” 亦如此。 往往是患者爆料就导致媒体介入采访，
而最后证明只是患者的一面之辞。 如果一刀切地认为这些报道都是媒体恶意炒作， 难免失之偏颇。 但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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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 媒体潜意识里 “弱势同盟” 立场的自动预设， 无疑是媒体报道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偏离

客观原则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媒体走向市场化之后， 以前承担着教化功能的媒体， 渐渐放低了身段，
强化了自己的草根和民间色彩。 这是媒体功能正常的自我调适， 也是媒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但有

一个或许媒体人自己也没有觉察到的变化——— “弱者立场” 的显性或隐性确立。 同情弱者， 扶助弱者，
这当然没有错， 亦是一种媒体正义。 但当这样一种立场在新闻报道中渐趋泛化， 就有可能在悄无声息

中改变媒体自身的客观中立角色。 正是 “弱者立场” 的隐性存在， 导致了某些医患报道中媒体的先入

为主， 并不自觉地组织 “媒体审判”。 在实际操作中， 对患方说法的采信度， 远远要高于医方。 而且，
在许多报道中， 医方接受的还是一种 “缺席审判”。 这样的 “有罪推定” 思维， 要想带来报道的客观，
显然不可能。 尤其在医患事件放大为公共舆论事件之后， 网络民粹情绪的加入， 媒体的客观原则更容

易在 “响应民意” 的伪命题下模糊化， 从而使议程设置成为一种情绪推动。
方法论层面指的是客观事实。 如果说客观立场是出发点， 那么客观事实则是检测仪。 “真实是真正

新闻的试金石， 只有通过提供事实的新闻报道， 才能实现新闻传播的使命。” ［１０］ 对于具体的新闻报道来

说， 检测其客观性的尺子只有一把： 客观事实。 采访是一个海绵式吸收信息的过程， 而如何在芜杂的

信息中去伪存真， 是对媒体人专业能力的考验。 这需要以客观立场作为底线， 亦需要知识逻辑作为手

段。 在不少医患报道中， 媒体并无主观恶意， 但因为对事实的甄别出现了重大失误， 加之没有引入专

业知识的咨询机制， 从而导致了客观性的严重偏离， 极大地损害了媒体公信力。
从媒体实际操作层面来观察， 对信息重采集、 轻甄选是一个极大隐患。 更有甚者是把客观性弄成了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认为只要把被采访人的说法和盘托出就是客观， 就是真实， 这无疑是对

客观原则的极大误解。 对于 “有闻必录”， 邵飘萍曾予以严厉批评： “愚意我国报纸中时见所谓 ‘有闻

必录’ 之无责任的表示， 乃最易流于不道德之 ‘专制的’ 恶习。” ［１１］

“缝肛门” 报道的当事记者接受央视采访时曾有如下对话［１２］ ：
央视： 作为一个读者， 看这个标题①， 可能还会一下子产生误解， 就是说法医的鉴定结果

其实是支持了此前的那个报道也就是肛门被缝了？
记者： 严格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问题。 但是， 痔疮它本身就长在肛门外， 你说它算不算肛门

上的一块肉？
央视： 我举个例子， 口腔里长一个疮， 做一个手术比如说缝了， 那你说缝的是口腔里头那

一处伤口， 还是嘴被缝了呢？
记者： 这个我不知道。

在对话中， 记者作为新闻采写者， 对于事实材料的迷惑显而易见。 表面上看， 记者都深入采访了，
而且占有材料亦很丰富。 但实际上， 由于对事实材料缺乏甄别推敲， 最后在报道中呈现的 “客观事实”
也就很容易滑向主观推断。

同样， 在 “八毛门” 报道中， 由于对采集信息的处理不当， 同样也造成了报道客观性的严重偏离。
患者家属称： 孩子生下来发现肚子有点鼓， 深圳市儿童医院检查后要求为刚刚生下来 ６ 天的孩子做手

术， 而手术的费用可能超 １０ 万元。 家属把新生儿带到广州治疗， 仅仅花了 ８ 毛钱的药费， 孩子的病就

治好了。［１３］但 “八毛门” 报道引发公众情绪反弹后， 最后的发展走向却迥异。 孩子在武汉同济医院诊

断为巨结肠， 动了手术， 并康复出院。 家属为此向深圳儿童医院致歉。［１４］ “八毛门” 事件对媒体来说

教训深刻， 其中有一点尤其不能忽视： 信息产生巨大反差时没有引起媒体警惕。 毫无疑问， １０ 万手术

费与 ８ 毛钱的药， 这样的对比的确构成了重大新闻。 但这样的离奇却轻易地从采编整体环节的把关中放

过。 蹊跷处必有不蹊跷， 新闻的客观原则， 最忌讳的就是 “无巧不成书” 的评书思维。 媒体人必须要

相信： 生活确有离奇处， 但主流依然是日常生活的逻辑， 这样的日常逻辑比离奇更值得媒体去信任。

７２

① 标题为 《法医鉴定： 深圳产妇肛门确被缝扎》， 作者： 肖友若、 林尔东， 刊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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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责任伦理的强化

伴随新兴媒体的涌现， 媒体构成呈现出技术、 价值和立场的多元化趋势。 医患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之

一种， 在多媒体时代必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舆论局面。 一方面， 公民新闻的产生， 对新闻专业主义具

有一定的解构作用。 另一方面， 自媒体风起云涌， 亦对传统媒体的科层结构产生了瓦解。 作为传统媒

体的报纸、 电视、 电台， 甚至部分主流网络媒体， 如何在医患关系报道中占据话语权， 一个显性的途

径无疑是确立自己的意见领袖地位。 在众语喧嚣的多媒体时代， 主流意见的建设显然更具有现实意义。
而无论是意见领袖的确立， 还是主流意见的建设， 媒体责任伦理都是一个核心或前提。

责任伦理是重要的媒体职业要求。 不管是西方的媒体公器论， 还是中国的媒体喉舌论， 媒体责任都

是一个核心伦理。 １９２３ 年全美报纸编辑人协会制订了 《报业信条》， 其中的 “责任” 一条有这样的要

求： “报社工作的每一同仁， 均分担严肃的责任。” ［１５］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亦规定： “坚持

新闻真实性原则。 要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 坚持深入调查研究， 报道做到真实、 准确、 全面、 客

观。” ［１６］媒体的公共属性， 决定了媒体的责任担当。 凡有责任伦理的媒体， 必然是公众所欢迎的。 离开

媒体的社会责任履行， 媒体的影响力必然大打折扣。 在文化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 媒体的责任伦

理更须彰显。
笔者以为， 强化医患报道中媒体的责任伦理， 这样两个原则不可偏废： 其一为平衡性原则， 其二是

建设性原则。
平衡性原则应基于两个维度。 一是医患关系报道的总体舆情平衡。 目前医患恶性冲突事件的频频

发生， 有医疗制度上的原因， 如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的加剧， 降低了民众的幸福感。 医疗机构作

为公共服务的一环， 难免成为情绪的宣泄口。 同时， 市场化为导向的医疗改革所带来的后遗症尚难消

除。 不少医疗机构的考核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 导致了公共医疗机构公共性的异化， 也在某种程度

上加剧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此外， 还有整体社会信任度降低的因素。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０１３ 年初发

布的 《社会心态蓝皮书》， 社会总体信任度在不断下降， 人际之间的不信任也在进一步扩大。 “只有不

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 只有 ２ 到 ３ 成信任陌生人。” ［１７］ 医疗技术进步了， 健康水平提高

了， 但却没能带来医患关系的改善。 社会总体信任度的降低， 当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根源。 所以， 对

于负责任的媒体来说， 在社会信任度减弱的大背景下， 对医患关系的报道尤其要注意舆情管控。 特别

对于极端医患纠纷案件， 在报道时要对公众情绪和公共舆论作出风险评估。
平衡性原则的另外一方面是对具体医患纠纷事件中的意见平衡。 综合分析近年引起公共舆论沸腾

的医疗纠纷， 不难看出这样的一种信息生产逻辑： 患者爆料→医院沉默 （或回应不及时） →政府关注

→责任处理。 在这个生产逻辑中， 患方往往是发布看法最多的， 而医方却往往信息量不够。 这种现状

的出现， 一方面因为患者方是主动发布， 而医方是被动回应， 所以信息量上不对等。 另一方面也有媒

体选择的原因， 在接受爆料介入医患纠纷后， 媒体往往容易被爆料人牵着鼻子走， 自觉不自觉地产生

了信息择取失衡。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爆料信息虚假或失真， 媒体就会丧失自我纠偏的可能。 所以，
在医患报道中须时时关注双方意见的平衡， 这无疑是媒体自我检测报道客观性的一个重要途径。

建设性原则尤其应体现出媒体对于舆论风险控制的能力。 恶性的医患纠纷， 从社会心理层面来分

析， 是社会信任度总体降低后的极端反应。 对于这类事件如何展开报道， 体现了媒体对于整体舆情的

预判能力。 医患纠纷发生后， 是实录实播实报的线性推进， 还是统筹均衡的立体呈现， 是体现媒体建

设性的一个关键。 很显然， 尽管部分医疗机构存在医德医风问题， 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作为对整

个医疗行业的定性判断， 极端个案也不能放大为集体行为。 倘若这样的共识没有建立， 医患纠纷报道

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原罪追问， 影响到媒体的公正立场， 同时也会误导公众对于医患关系的整体判断。
建设性原则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建立报道纠错机制， 有关媒体对于因自身失误引发的舆论风波， 要

敢于公开致歉， 要充分争取受众谅解。 媒体报道不是科学实验， 也不是司法调查， 而且由于传播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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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逼迫， 加之某些特定环境中信息交换的不充分， 报道出现瑕疵甚至失误， 是极有可能的。 但媒体要

有纠错预案与机制， 而且要及时响应。 这不仅是媒体修复公信力的需要， 更是医患公共事件处置中舆

论引导的必须。
“传媒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当今世界 ‘文化中心’。” ［１８］ 现代传播技术的

进步， 带来了人类认知视域的极大扩展。 现代社会中的人， 更多地依靠媒体来建构头脑中的 “社会”，
“媒介化社会” 因此成为现代人生活中既真实又虚幻的一种存在。 媒体通过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叙事策

略， 建构了公众对社会的认知。 因此， 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 “媒介人”。 媒体不仅建构了

他们某一领域的知识结构， 亦部分代替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而由于媒介化社会自身整一性的先

天性缺失， 媒介化社会也就只能体现为一种 “碎片拼接” 形态， 由此形成了李普曼所说的 “拟态环

境”， 媒介化社会的认知风险也由此而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媒体报道中的医患对立， 正是这种认知

风险所导致的。 任何一家严肃媒体， 都有责任来化解这种认知风险， 以构建良性的医患关系。 很显然，
简单化的群体性意见对峙， 对于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行来说， 都是一种极大的危害。 科学精神的构建、
客观原则的重申、 责任伦理的强化， 对于媒体来说迫在眉睫。 只有在医患报道中建立起专业、 客观、
负责任的媒体伦理和专业技能， 医患报道才不致于出现重大偏差， 才能避免媒体公信力受到重创， 亦

避免因社会风险的抬升而加大社会运行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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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ｏ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ｉ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ｔ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 Ｇｕｏｚｈａｎ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ｉｎ ａ ｎｏｎ－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ｗａｙ．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ｅｅｌ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ａｃ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ｆｏｒｍ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ｎｏｎ－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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